受訪人；黃炳茂 國防大學安保大學院
時間：2007.05.14
訪談人：權海桉 (漢陽大學校 중국학과 석사 과정) 

紀  錄：李東律 (同德女子大學校 중국학과)    
翻譯人：姜懿庭 2012.08.04（經黃炳茂校稿完畢）
問：為什麼要選擇學者的路？
答：當時有很多種選擇。原本想說通過了外務考試，就可以從事外交方面的工作，但是我想要參加考試的那段時間，正逢5.16革命，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舉辦外務考試。所以我連考試的機會都沒有。但是事實上，比起當外交官，我還是比較想繼續學習。
問：是否家裡和成長的環境，對成為學者有影響嗎？
答：如果一定要說的話，應該就是我們黃氏家族代代都是儒家學者士人家庭的背景吧。家族當中的第八代祖先是撰寫《理藪新編》，非常有名的實學者黃胤錫(1729-1791)。家族的遺傳基因中都帶有學問的因子。在學問方面可以看到這樣強力的背景。所以我兩個弟弟也都是學者。2007年我還建議幫助全北國立大學建立了頤齋(黃胤錫的雅號)研究所，在頤齋研究所進行了黃胤錫的學問和思想研究。
而且同時在我童年625戰爭發生的時候，我也很愉快的閱讀了李珥的《擊蒙要訣》和朱子的《小學》之類的書籍。在那時讀的中文書籍，對我的學問會有幫助嗎？之所以會選擇中國為研究對象的理由，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受到影響。
問：那麼，反面來說，教授的研究活動有對家族產生影響嗎？
答：沒有。我的妻子是鑽研經營學的，在淑明女子大學擔任經營學科的教授。兒子也是在全然不同的領域當中。我的弟弟中，都是德國的博士，一個是在高麗大學擔任生命工學的教授，另一個是在統一研究院工作的博士。完全都是不同的研究方向，並沒有受到我所影響，若真要提影響的話，應該就都是學者吧。
問：除了家族之外，其他親戚有做同樣的研究嗎？
答：以後會不會有並不知道，但目前是沒有。有去德國和美國留學，拿到博士回來的人，但沒有去中國留學或學習的人。
問：選擇中國軍事、安保領域為研究方向，有甚麼特別的契機嗎？
答：比起契機，其實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單獨只做中國的研究。共產國家都接連研究了，並沒有特別只研究中國。以軍事安保開始的契機是從1966年7月在陸軍士官學校當教官的時候開始的，我的任務是要教導學生，那個時候我授課的內容，主要是關於共產國家的課程，開課的科目為「對共產國家的批判」和「周邊共產國家」兩科。當時主要選擇的共產國家如中國、蘇聯和北韓，為主要的授課內容，學生也產生了興趣。但是比起北韓和俄羅斯，我還是對中國比較有興趣，於是開始研究。
問：記憶中其他的授課科目還有哪些呢？
答：初期在陸軍士官學校的時候，沒有只針對中國開課的科目。一直到後來，我才在那邊開設「中國安保論」一科，這是第一次為了大四生開設的選修科目。現在也是會把當時教過的講義和計畫案拿出來參考，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了。還有在高麗大學講授「國際政治論」這個科目有很長的時間，和之後在國防大學開設的「戰爭和平和」、「安保政策論」、「中國軍事論」等三科。大概就是記得這些。
問：教授的碩士論文寫的是最惠國條款論，去美國攻讀學位的博士論文是「對外危機中的中國動機」(China's Motives In Foreign Crises)。兩篇論文相比，關注的議題有點改變，這似乎和在陸軍官校和國防大學的影響有關。
答：事實上，在首爾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時寫的論文，我30年後再看的時候，和我現在在做的外交和軍事研究相比，以前比較偏向政經的研究。老實說首爾大學在外交學科上不是那麼強，那時候國際政治經濟科目來了一位外部講師，我就有了想要研究看看的想法，所以就以最惠國條款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。當時是接受首爾大學外交學科的李用熙老師的指導，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內容比較偏向通商法律，而不接近國際政治的範圍，所以老師沒有辦法繼續指導我。後來李老師向我介紹了專攻國際法的李漢基(曾任國務總理)，我的論文才得以完成。
後來就在陸軍士官學校擔任教官，就跟剛剛提到的一樣，我在那邊所做研究的並不是原來專攻的東西，而是共產主義的批判和研究等。在陸軍士官學校的三年間和國防大學教授的三年間，自然而然的關心的領域就改變了。那之後寫了很多有關中國的論文，也去了美國的猶他大學。還有去美國攻讀博士時，得到了Melvin Gurtov教授的指導，完成了博士論文。
談及為什麼我研究的方向會改變的原因，主要還是因為在陸軍學校當教官的時候，與中國的互動變多，後來便開始轉向研究中國，那時候才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認識有所不足，可是目不暇給。
問：剛剛提到的您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Melvin Gurtov(古德夫)，可以稍微介紹一下他嗎？
答：我去美國的時候，雖然也可以選擇賓州大學，但我是刻意要去加州河濱分校的，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Melvin Gurtov教授在那裏教書的緣故。Melvin Gurtov教授在First Crises(中國危機管理)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，所我很想在他的門下接受指導。博士畢業後，我也和他一同寫了兩本書。
Melvin Gurtov教授對我來說，不但是學問上一生的陪伴者，現在也是很好的朋友。韓國學生去美國讀書，然後和那邊的教授共同出書這種事在韓國學界中是很難找到的例子。Melvin Gurtov有前往過台灣進行資料蒐集。
問: 和Melvin Gurtov共同寫書的時候，有一起討論過China under threat的問題嗎?

答: 是的，當然有，那本書是在美國國防大學時，為了教材而用的，也是在中國北京大學中以教材為目的所用的，題目本身不是具有威脅性的中國，而是面對威脅下的中國，針對中國在韓戰,印度戰爭和越戰中，中國應該要如何對應,而中國又因作出這些反應，使毛澤東在國內掀起混亂的同時,也向外部暴露了同樣的缺點,從這個層面來看，有人也說韓戰是中國的陰謀，但是中國參與韓戰的目的是為防止北韓政權崩壞，而不是為了支援北韓主導統一。大概就是討論這些內容。
問: China under threat這本書在韓國並沒有出版，為什麼呢？
答:　並不是不打算出版，只是翻譯本還沒出來，現在也還沒出來，有些可惜，Melvin Gurtov教授比我更著急，要我問出版社，我那時因為太忙為理由而沒問，還有那時韓國學者在美國讀書的人有很多，懂英文的人也很多，用英文寫作的人也有，大家讀原文雖然也是充分可以理解，但是大家還是覺得很困難，所以下一本書China’s security會有韓文版本，這樣China under threat沒能出韓譯本的遺憾也較小了。
問:可以大概簡述一下 China under threat這本書的內容嗎?

答: 有58年Melvin Gurtov教授寫的台灣海峽外交的論文,以及有名的Harry Harding教授和Melvin Gurtov教授寫的Chinese Strategic Debate in 1956-66，這兩篇論文再加上我寫的博士論文，還有我針對韓戰的事例研究，作成的一本書，這篇論文再美國是完全的現實主義派，也得到了觀點很新奇的評價，在美國，也成為美國研究中國的理論，這本書是探討關於主要外交政策和戰略方面如何形成，主要內容是決定中國外交政策形成的三個衝動（impulses），第一個衝動是歷史性衝動，是在歷史上對於西方列強的對應，第二個是革命性的衝動，這個叫做進化論的衝動是內部和外部世界變化所呈現出來的，尤其是外部世界變化後，形成革命秩序，第三個衝動是社會主義發展性的衝動，內部的發展策略(開放還是孤立)如何被採取，然後影響外交政策的形成，現在三個衝動要因也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路線和應用。

問：不管怎麼說Melvin Gurtov因為是西方學者的關係，所以用很保守的角度看待中國，那或許黃教授也是類似西歐學者的思想嗎？
答：像是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或蘭德研究所，寫的許多有關中國的著作都是採保守的態度的論述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西部看待中國的角度可以說是比較中國式吧，不管怎麼說，都是以比較先進（開明）的角度去看待的，Melvin Gurtov教授以前開始就不把中國視為攻擊型的國家，我也是如此，所以並沒有以保守的態度想過，中國會進攻他國並將之共產化。
不久前我在國防日報（４月５日）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目是中國的韓半島軍事情節，論述關於中國在軍事方面會進攻，還是不會進攻？如果進攻的話，變數是什麼？大概就是這樣的內容，中國先進攻北韓，掌握北韓政權然後建立親中國的政權的這種事，我們並沒有看到，如果有變數的話，就是外國勢力先侵略北韓後，所以中國才會進攻，除了這個變數之外，沒有看過中國先做侵略的舉動，從中國以前的歷史便可驗證了，雖然中國參與了其他變成共產國家的許多戰爭，但沒有因為內政干涉而派兵的事，直到現在也是，中國對外政策的核心是不干涉內政，因為要和平共存，主權平等，這次溫家寶也說，這個潮流是不會變的，萬一中美關係發生變化，中國掌握了霸權，而且比起美國佔有更有利的位置的話，某些層面來說也會變壞吧。
不管怎麼說，對中國採取開明式的視角來看的話，前輩學者幾乎都是因為在美國求學，所以多多少少都帶有那樣的觀點去看中國，但是比起開明的角度去看，不是應該要用中立的角度去看比較好嗎？

問：那麼，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以中立的角度來看的嗎？中途沒有轉換過這種想法嗎？
答：當然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阿，學問這種事是反映現實所呈現出來的，那時因為正臨韓國的冷戰時期，我們的立場中，面對如果是共產主義的話，對中國還是蘇聯都是否定的，更不用提北韓了，在那個時期中，中國是我們警戒的對象，之後去國外一邊學習，一邊掌握住了體系概念，才知道思想是隨著時代潮流而改變的。
問：聽說您過去在美國讀書的時候，認為對中國採開明進步的觀點的論文或著作是相對少的，在韓國的話，要找比較中立公正的資料也是有很多的困難，是這樣嗎？

答：在美國的時候，主要閱讀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，還有紅旗等新聞，這些新聞在美國都有被翻譯成英文，當時主要是利用這些資料，還有向北京光明的報紙也有被翻成英文，如果問我當時的程度的話，雖然完全不懂中文，但還是可以做中國的研究，雖然偶爾可以收到英文版出刊的毛澤東選集和一些類似的文獻，但沒經過翻譯的就幾乎無法看了，即使是看了中文寫成的書，意思雖然理解了，但可能還是有一些出入。
在韓國蒐集資料時，當然也遇到了很多障礙，要找用英文寫成的書，在大學圖書館看到西方中國關聯書籍和專門雜誌，也有美國發刊的FBIS可以參考。
問：最近主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蒐集資料呢？

答：我會直接前往相關國家，對那裡的人進行訪問，還有參考其他人訪談的訪問資料，還有也利用很多西方通訊社的資料，西方有先做的研究也參考了很多。
問：那麼為了蒐集資料，有常常去中國嗎？

答：當然常常去了，事實上去中國是一種以作為研究學者的使命感，研究中國的學者也都常去中國蒐集情報，所以我當然也不能什麼都不做，最初去中國的時候是在８９年和９０年間，那時是以非正式的方式，到白頭山去，中韓建交以後，收到了很多學術會議的邀請，所以也去了中國很多次，幾乎都是以研討會的理由而去中國訪問，因為太多了，沒有辦法一一想起，還有就是和那些在中國的韓國預備將軍和專家也有聚會，我在擔任安保問題研究所擔任所長的期間，一直到現在(2007)，也參加過韓中研討會，大概今年(2007)5月30日的時候，會因為這件事再去一次中國。
問: 那麼在建交以前,有去過中國嗎?

答: 阿，建交以前沒能去，反倒是比較常去台灣，1994年和Melvin Gurtov教授一起去北京，那時是為了要蒐集有關出書的資料，Melvin Gurtov現在還繼續在做相關的研究，而且中文說的很好，之所以提到這個是因為,那時候美國人常常來到台灣做中國的研究，常常感覺到有人說,如果不能把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來看待，就可能無法和我們進行對話，最近最後一次去台灣，是在陳水扁出任的時候去的，我那時還有在台灣的自由新報中進行訪談。
問: 常常參加學術討論會和研討會嗎?

答: 時間和餘力都可以的話，就盡可能的參加，能夠參加的幾乎都參加了，像在韓國的話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和國防大學安保問題研究所，和主要中國研究所等等的會議幾乎都參加了。
問: 學術討論會和研討會，有什麼議題是印象最深刻的?

答: 學術討論會和研討會，經常都是話家常的關係，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，但是如果真的要說的話，倒是有一個比較可惜的事，2000年的時候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，美國國際政治學會，日本國際政治學會，英國國際政治學會等八個國家參加的國際政治學會，在中國舉辦了世界的國際政治學會大會，我們原本要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某研究所幹部們見面交流，但卻沒見成，因為在中國沒有獨立性質的學會。事實上中國原本就沒有學問的自由，在中國外交學會中，台灣問題也從大會主題中去除的程度，所以在中國沒辦法開成的話，就只好去香港開了。我在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50週年史」(書名)也收錄過這些事，但還是覺得很可惜。
問: 和中國以及台灣政府的關係，是什麼樣的呢?

答: 講到中國政府的話，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關係雖然沒有直接的接觸和個人的交往，但正式的交流正在進行著。 依我的想法的話， 我知道中國政府大概把我當作韓國處理中國和韓半島的專家，有關94年的核問題，中國也向我請教了很多， 正式和非正式的請教都有， 我大致預測的成果，中國方面也把其當作政府文件對外報告，我在國防日報和新聞的專欄中也有寫到，大概是因為有些敏感，所以就對外只宣稱是黃某某寫的文章而已。
   以前在2001年的時候,在海南島附近上方，有發生過美國的偵察機和中國的戰鬥機的衝突事件，那時我在世界日報的專欄中寫到， 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絕對不會打起來。因為這個原因， 中國大使館幹部就來了電話，他們說我的專欄所寫的東西，與他們心裡所想的完全相同，寫的十分正確，且為了想多聽取我的高見，要和我共進晚餐。台灣政府那邊也對我有些認識，台灣大使館也跟我說，如果蒐集資料需要幫助的話，他們也很樂意幫忙。
問:和韓國政府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呢?

答:和韓國政府沒有什麼太特別的關係，因為我也不是韓國政府裡的官僚。 但是還是有一些影響力存在， 在國防部有各式各樣的計畫在做決策的時候，給予影響。以作為一個國防大學教授且又是一個安保問題研究所所長的身分， 在國防部月刊主要政策問題上，藉由發表文章行使一些諮詢，比如說： 我們應該要加入飛彈防禦系統嗎? 要如何去考慮中國的政治呢?大概就是針對這些問題給予諮詢，還有外交政策的諮詢的部分，我從93年度開始做， 曾做政策諮詢副委員長，現在是委員長， 也是大統領的統一顧問， 以前有擔任過民主和平統一的常任委員，即使是如此，我還是以提供很多點子的方式, 在政策決定上做過諮詢整合。
問: 論文通常都是受到委託才寫的嗎?除了韓國以外，沒有接受過來自中國或海外的委託嗎?
答:通常都是受到委託之後，寫了很多。 大部分都是來自學術研究單位，像在韓國的話就是漢陽大學的中蘇研究所(現在已改為亞太地域研究所)以及高麗大學亞洲研究所等等，國外的話就是88-89年在美國蘭德研究所的時候，參與了空軍力量計畫和中國軍事現代化評價，但和那邊的方法有些出入,雖然可惜但無法出版。
問:研究費的補充來源是什麼呢?
答: 在美國寫學位論文時，都是受到了支援下寫的，像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地方得到了一些經費， 在韓國做學問活動期間，當然也得到一些稿費，寫新中國軍事論這本書的時候，受到了高麗大學的平和研究所的支援， 94年和Ｍｅｌｖｉｎ　Ｇｕｒｔｏｖ教授去中國的時候， Melvin教授不知去哪裡弄來了一筆資金，其他不足的地方，就以私人的名義稍微充當了些， 我們呢,基本上把要買資料所需的經費都帶了，因為沒有要到處去旅行，所以沒有研究費很不足的情況產生。
問: 黃教授的研究中,最大的成果是什麼呢?

答: 最大的成果的話，應該就是我的學問的累積， 新中國軍事論這本書中，所有的計畫都被設立成模型，用學問的方式把軍事呈現出來， 這大概是最大的成果中的成果了，韓國軍事也把這個當作模型，能夠好好的學習，想要把軍事提升到學問的領域，是我想嘗試一次看看的根據。以那樣的方式讓讀者把軍事看成學問的對象時，也可以形成概念定義，也可以知道軍事力量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，把中國的軍事當作學問的對象後，概念和領域以及方法論等都在書中有談及，大概就是這種內容會分別出現在我的書中。
我作為研究中國的前輩，關於如何開拓韓國太空領域的論文，也有涉獵，在軟體方面也比其他人稍微佔有優勢，所以可以在這個領域中有所開拓。我一向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幫助後輩發展學問的話，也就別無所求了。
問: 把韓國的軍事學和中國的軍事學做比較的話，大概是怎麼樣的呢?
答: 中國的話， 軍事學研究室相當領先走在前方的， 不管是在學問的體系，或是軍事政策等很多方面都是領先的，在中國的軍事中，有人民解放軍和軍事科學院出版社等，也算很多了，事實上在韓國的情況，沒有軍事用書專門出版社，因此軍事戰略學方面的書只有幾本，這是相當可惜的現實。
問: 您認為研究中國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後進，該以怎樣的方向去研究軍事安保這個領域呢?

答: 如果能像學者般的研究態度，去致力於實證研究就好了, 平時雖也會參考解放軍報，但是因分析那裡的文章就稱做專家的陷阱太多了。 偶爾我也會掉進那種陷阱，中國軍事因為中國秘密主義的關係虛虛實實，有的也說沒有，沒有的事也說有，中國人如果寫一篇文章，我們就備感威脅似的議論紛紛，對吧!那樣是不行的，要做具體的研究，還要做到”該怎麼做才對”的預測,這點對美國學者們來說都是必要的學習。
舉個例子吧! 不是有台灣海峽航空母艦的論爭嗎? 我在80年代初半的時候，在東亞日報寫了個關於航空母艦論爭的專欄，80年代初半開始，學者們就紛紛推測中國分明是製造了航空母艦，但其實到那時為止，中國並沒有製造任何的航空母艦，但是在這件事的兩年後，有一名中國高級預備役幹部暗示中國不得已決定要製造航空母艦了。事實上，中國面臨著南海領土的紛爭，在南海的菲律賓、越南、還有印度尼西亞這些國家的海軍比較簡陋，儘管沒有航空母艦，也多少可以控制，以台灣為對象要去製造航空母艦的必要是沒有的。台灣相對的海峽十分狹小，航空母艦沒有辦法行使， 因為距離太近了，就算要攻擊台灣，也不用非得要製造航空母艦。 這裡要重新強調的一點是， 中國想要製造航空母艦的理由，並不是因為台灣或者是南海的領土衝突， 在那邊和日本也有領土紛，還有確保海路和能源的問題，當然是想要製造航空母艦的，以航空母艦這個問題為首，操縱所有的問題時， 不要通過猜測，透過積極的訪談，從更實質的層面上做實證研究，訪談也有很多面向，通過這些訪談，就應該可以得到很多情報了。
問:未來中國哪方面的研究會變成主流?

答: 2.3代的學者們都將會改變，不只是研究安保而已，安保基本上是潮流的基本，這是非常冷戰面的，現在是應該把安保當作基礎來看，經濟合作、文化合作、環境能源，特別是投資和貿易問題、法律問題還有以文化問題帶出的多邊化問題,大概就是這些會變成主要研究的領域，沒有哪種研究會成為主要的一種研究，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應該要徹底的了解才行。
要徹底深入中國政策上，各民族有著社會面的特性和文化面的多元主義，宗教還有固有語言類似像這些東西，固然是認證有這些差異存在，但是從政治面來看,卻是絕對的一元主義，不是絕對不做主權的承認嗎?慢慢地把這些不同同化成一個,我們應該要知道中國的所有問題，在那個程度上，就必須要做中國的研究。
這次的維吉尼亞韓國人暴力事件中,也可以得知，美國人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用韓美關係、民族和人種關係來解釋，像這樣的話，就應該要學習這種人所具有的優點,在東北工程(中國和韓國對於高句麗的歷史爭議的學術研討糾紛)問題上也是如此,歷史和現實是有很大的出入的,陷入歷史而無法看到前方的話是不行的。
   下個世代的學者們，應該要有很多以正確的認知去研究中國的人才，使中國人可以更了解我們，要促使中國人對韓國有正確的認識，從那種意義中延伸的話，要有很多正確通曉中國的知中派學者才行。我們知中派學者們要為了把很多中國人變成知韓派而努力，可以看到下個世代學者要做的，就是讓中國人對韓國抱有正確的認識。
問: 未來的韓中關係大概來說您是如何認為的呢?
答: 和中國的關係，特別是經濟層面是以相互保全的關係，很好的進行著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和韓國的關係發展中有一些限制，因為中國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都與我們不同的關係，中國雖然實施了市場經濟制度，從另一方面來看，還是要繼續維持一黨體制，自己親自對政府進行批判，不然就是藉由這些事，可以追求個人的幸福，在這種意味之下的自由仍然是有所限制的。當然是沒有市民社會的，在這種意義之下，韓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的對稱點沒有的時候，要調節價值和利益就會變的很困難了。如果為了在韓半島和平維持著，韓中安保、外交關係發展就更好了。
問:最後一個問題了。未來世界秩序的潮流，大概會怎麼發展呢?

答: 韓半島問題中，似乎有一些角力關係的變化在產生，舉例來說，因為我是做中國研究，所以有一部分的學者來找我詢問的時候，第一個問題幾乎都是”沒有必要去中國學習嗎?”因為以後的大勢好像會往中國方向傾斜，我是半信半疑的。理由是以後二十年還是三十年間，美國秩序還是會持續維持的，美國的力量、價值、利益還有權力，最少還會再維持二十至三十年，萬一哪個國家無法跟上這股潮流，國家的利益定會受到損害，中國也不會排除這個潮流，而是要跟上，然後可以活下去啊!
    中國的未來會變成怎樣，首先要先探討中國未來的國力以何種方向變動，中國能不能持續的成長，以及與和諧世界一起去好好的領導中華世界，就是一個問題。現在在中國有兩極化的問題發生，地區間和階層間的財富偏差問題正在擴大，這個問題沒有好好解決的話，中國就會和現在完全不同的方向變動，像示威遊行這種。現在主要是針對個人的生存權而抗爭，但是處理不好的話，可能就會演變成反政府的遊行，如果變成那樣的話，地區統合和國民統合就會變的更加困難，這個問題是中國對外政策的變數之一，這也是中國能動的外交中限制的要因。
   中國的國力，以現況來說，一定是可以變的更加強大的，會持續提升的，但是就算中國在未來的二十年間，國力不斷的成長，有關中國對周邊國家所謂的利益主張，還是沒有辦法使這些主張有效貫徹的吧。這第一個原因是，想打破二十年後美國主導的秩序的話，不是有美日關係、美韓關係、美台關係、美澳關係和美印關係等等的關係嘛，中國就是要挑戰這種雙邊關係，但萬一那樣做的話，中國失去的會比得到的更多。中國沒有能力造成新的勢力均衡體系。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一年有2000億美元，中國無法放棄這巨大的盈餘，中國一邊接納並維持正在由美國主導的秩序，一邊也批判美國,對中國來說，維持現狀反而是更有利的，未來在經濟面中，亞洲經濟共同問題裡,以多元的方向主導的層面上產生作用。
   中國在軍事層面上，以後雖然會製造航空母艦，中國可以變成霸權的方向從兩三點中可以觀察到。關於駐韓美軍，中國的態度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。關於駐韓美軍的位置和角色變化，中國批判了駐韓美軍數量增加和新式武器導入，但並不主張把駐韓美軍趕出的。如果這樣主張的話，中國等於就是對美國的東亞霸權秩序提出挑戰，這樣的話，美國向台灣販售新型武器的事應該會出現。中國容忍駐韓美軍存在是韜光養晦，反對駐韓勢力增強的是有所作為。但是在台灣問題中，美國會做出很大的妥協，中國強烈表達台灣絕對不能獨立的議題，美國是在中國立場上協助的，但是美國基本的立場是必須要持續增強台灣的的防衛力，為了增強台灣的防衛力，美國以提供武器之類的東西給台灣,將會繼續造成軍備競賽，然後如果要說的話，最重要的是,中國在近期內，對台灣在任何軍事方面的威脅的行動,將會有所克制，但台灣還是有一些事是不能做的，不能獨立，不能更改憲法，不能製造核武，如果發生這些情況的話，中國軍隊對台灣使用軍事力的可能性會變大。美國並不喜歡中台關係太緊密化。
問:非常感謝您，真的是辛苦了。
答:這種程度的話，我內心的想法應該都說出來了吧，呵呵呵…
